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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已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乡关系出现重大转型。国际
经验表明，在城市化成熟阶段，城乡空间将演化出连续梯度变化、功能互补的城乡连续体，郊区成为连续体发

展重要场域，连续体内部产业分工紧密，城乡要素双向互动频繁。目前中国已出现县域城镇化加快、特大城市

外围地区承接功能提升、县域经济多元化、劳动力流动增强等城乡融合表现；但是城乡连续体构建中存在城乡

二元分割、权利体系差异、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空间不连续、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县镇村系统分化、乡村系统性

衰败等问题。构建城乡融合形态，一方面必须推进形成功能互补、层级清晰的城乡连续体，转变特大城市发展

方式，强化县城作为城乡连续体的枢纽功能，循序渐进推动乡村系统重构；另一方面必须推进构建城乡融合权

利体系，建立适应城乡融合形态的规划体系、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民充分的城市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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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 ７０％以后，城乡格局从城市扩张迈向城乡融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
减低，城乡互动增强，城乡要素由单向配置转向双向流动，城乡空间出现连续且梯度变化的城乡连续体。①

２０２５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 ６８％，“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
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②，城乡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构建城乡连续体、

形成城乡融合形态成为城乡发展新阶段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和城乡关系的

惯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藩篱，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构建中国的城乡融合形态比其他经济体面临

更大的理论和实践困难。本文在总结主要经济体城乡融合一般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进入城乡融合阶

段的主要表现和问题，提出构建中国城乡连续体和城乡融合形态的政策选择。

一、城乡融合形态的主要特征

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③将城市化发展规律概括成一条包含三个发展阶段的 Ｓ 型曲线。在城市化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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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的起步阶段，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分散分布。当前许多低收入经济体正处于这一阶段，２０２３年低
收入经济体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仍高达 ５６ ６％。① 在城市化率从 ２５％增长到 ７０％的加速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向
城市高度集中，农业占比大幅度下降。以东亚主要经济体为例，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东亚主要经济体城市化率由
３６ ６％攀升至 ６０ ８％，农业就业占比由 ４９ ９％降至 ２４ ９％，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降至 ７ ５％，制造业和服务
业合计比重超过 ８０％。②

在城市化率超过 ７０％的成熟阶段，城市化增速持续放缓，城乡各方面差距缩小，城乡关系从单向集聚转
向双向互动。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主要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化率从 ７５ ７％上升至 ８１ ４％，年均增速仅 ０ ２％ ③；欧盟
城市化率自 １９９５年超过 ７０％后，每年涨幅稳定在 ０ ３ 个百分点左右，美国在 ２００１ 年后城市化率保持年均
０ ２３％的增幅，日本在 ２０１０年城市化率突破 ９０％后增幅降至 ０ ０８％—０ １０％区间④；同期 ９３％的欧洲大都市区
和近三分之二的欧洲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⑤。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福利差距持续收敛并稳定在低位。

欧盟城乡收入比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１ ２５降至 ２０２４年的 １ ２０，多数欧盟国家保持在 １ ２以下水平，比利时、奥地利
等国甚至出现城乡收入倒挂⑥；美国都市区与非都市区的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 １ ３—１ ４的低位⑦；澳大利

亚、新西兰及北欧国家农村居民的生活评价均值甚至高于城市居民⑧。城市化增速放缓、城乡差距缩小为城乡

要素双向互动提供前提条件，并逐步演化出城乡连续体的空间形态。

城乡连续体的形成是城市化成熟阶段的突出表现，其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一）空间形态：形成连续梯度变化的城乡空间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市与乡村不再作为功能对立的空间单元，城市功能向更大范围扩散，人口与就业

在核心城区与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分布。随着人口、产业从核心城区向外围扩散，都市圈范围不断扩大，不同

空间的行政层级淡化，空间功能互补程度提升，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形成连续梯度变化的城乡连续体。在城

乡连续体内部，核心城区、郊区通勤带、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形成连续的开发格局，不同层级之间在空间上表

现有序渐变、功能衔接的特征。

以美国城乡连续体空间形态演变为例，其在大都市区空间扩张过程中，核心城区、郊区及非都市区逐步

整合为一体化的连续空间，中心城市的功能外溢，大量乡村或城市郊区被吸纳进大都市区。美国将不同县级

行政区划分为九个城乡连续体类别 （ＲＵＣＣ），不同类别行政区的发展明显分化，城乡连续体内部中心城区和
毗邻中心城区的行政区持续扩张，远离都市区的行政区域收缩。大都市区内行政区 （ＲＵＣＣ＝ １、２、３）占比
由 １９７４年的 １９ ３％大幅提升到 ２０２３年的 ３８ ７％；紧邻大都市区且具有较大人口规模的行政区 （ＲＵＣＣ＝４）占
比小幅提高，紧邻大都市区但人口规模小的行政区 （ＲＵＣＣ＝６、８）占比则由 １９７４年的 ２６ １％下降至 ２０２３年
的 ２２ １％；而不毗邻大都市区的中等人口规模行政区占比快速下降，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２３ ８％降至 ２０２３ 年
的 ２ ５％。⑨

（二）郊区化现象：郊区成为城乡连续体发展的重要场域

郊区化是推动城乡连续体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城市化发展重心转向更大范围的都市圈地区，人口与产

业由单向城市集聚转为向都市圈外围扩散，都市圈外围和非都市区成为城乡连续体发展主体。ＯＥＣＤ国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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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的农村人口居住在都市圈外围地区，跨行政边界通勤成为生活常态，核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通勤区及
外围地带则吸纳绝大部分新增人口。①

郊区化现象是发达经济体城乡连续体演进的普遍趋势。美国郊区化现象明显，大都市郊区快速发展，承

载大量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功能。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美国郊区吸纳了大都市近 ９２％的新增人口，城市核心区就业
占比缩减，核心区周围 ３５英里范围内的城市郊区就业占比快速提升②；从更大范围区域来看，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
美国 ６５％的非都市区县实现人口正增长，且集中在都市区毗邻地区；而贫困县、农业县和偏远且人口稀少的
县人口净流出。③ 而日本的郊区化过程则伴随着城乡连续体内部空间功能重构，直接体现为 “职住分离”格

局的转变。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日本 “职住分离”现象尤为突出，核心城区昼夜人口比长期保持 １ ５左右的高
水平，核心城区作为高强度就业中心，吸引大量劳动力跨区域通勤，而一般城市 （市）、小城镇 （町）和农

村 （村）的昼夜人口比长期低于 １，这些地区长期作为居住空间，成为典型的 “睡城”。２１世纪后，随着郊
区化的持续推进和核心城区居住功能的增强，连续体内部空间功能分工逐渐清晰，“职住分离”现象明显减

弱。一方面，核心城区昼夜人口比快速下降，２０２０年已降至 １ ２以下，就业和居住人口趋于平衡；另一方面，
郊区化推动城市就业功能向外围区域扩散，市町村地区融入都市发展，逐步完善就业配套，昼夜人口比均接

近 １，实现就业与居住功能的合理布局。④

（三）产业分工：城乡连续体内部产业分工紧密衔接

在成熟的城乡连续体内部，不同空间层级形成功能互补、紧密衔接的产业结构，传统的城乡工农分工格

局松动，核心城区以高端服务业为产业主导，高端制造业布局在核心城区周边地区，传统制造业向外围城市

和乡村地区转移，农业则与加工、物流等产业融合嵌入城乡产业链，推动乡村经济由农业主导转向多元发展。

以美国、日本的城乡连续体产业发展为例。美国城乡连续体演进过程中，非都市地区逐步形成了高度多

元化的产业结构，乡村经济摆脱对单一农业的依赖，呈现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态势。美国非都市区中农业依赖

型县占比由 １９７９年的 ３０ １２％降至 ２０２５年的 １６ ７９％；制造业依赖型县在城市郊区占比较高，到 ２００４年一度
升至 １９ ９３％；服务业依赖型县占比则快速上升，２０２５ 年非都市区服务业依赖型县比重达到 １０ ２０％。此外，
未被单一部门归类的县占比从 １９７９年的 １６ ２１％增长至 ２０２５年的 ３９ ６４％，反映出非都市区大量县域形成多部
门并存的混合型经济，产业多样化趋势愈发明显。⑤

日本城乡连续体内部则形成了三次产业的合理分工和错位发展。其一，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空间梯度演

化的特征，不同层级区域发展呈现不同的产业重心。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农村地区 （町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

比始终保持在 １５％左右，明显高于一般城市 （市）约 ６％的水平和核心城区 （区）不足 １％的水平；第二产业
主要集中于一般城市和农村地区，一般城市二产占比长期稳定在 ２７％左右，农村地区约为 ２５％，均高于核心
城区 ２０％左右的水平；第三产业则呈现由城市核心向外围递减的特征，核心城区三产占比长期维持在 ８０％左
右，一般城市和农村地区依次递减。⑥ 其二，不同层级地区承担不同的产业功能。核心城区集中了商贸、金

融、学术研究等高附加值服务业，辐射带动整个城乡连续体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规模远小于服务业，且多

为总部经济或都市工业。一般城市成为制造业中枢，是日本城乡连续体中产业门类最齐全、就业吸纳能力最

强的区域，制造业就业规模庞大，商贸、医疗、建筑等行业的就业规模高于其他层级。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呈

现农工复合特征，其承接了一般城市的功能外溢，农村工业得到发展，制造业就业规模与农业相当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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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各次人口普查数据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ｅ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ｓｔａｔ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牽ｐａｇｅ ＝ １＆ｔｏｕｋｅｉ ＝ ００２００５２１＆ｃｙｃｌｅ ＝
０＆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１＆ｄａｔａ＝ １）。
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ｅｒ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ｃｏｕｎｔｙ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ｃｏｄｅｓ），作者根据 １９７９—２０２５年相关文件
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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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日本不同地区细分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①

（四）要素互动：城乡要素转为双向互动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乡各类要素由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在城乡连续体

内部不同层级之间实现再配置。前述的郊区化现象和产业分工已经体现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城乡连续体内部由

单向集聚转向跨层级再配置，本部分则聚焦土地要素的再配置，与劳动力和资本相比，土地利用的转变能更

直观反映连续体内部要素互动的转变。

在成熟的城乡连续体中，土地要素转向服务核心区外围地区，促进其承接核心区产业外溢，推动城乡空

间重组：核心城区建设用地扩张趋缓，转向存量用地优化；都市圈外围地区形成若干承接人口和产业外溢的

节点；交通条件好、与城市联系紧密的乡村地区为制造业、物流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转移和发展提供

足够空间，带动乡村地区嵌入城乡连续体的产业分工网络。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 （见图 ２），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变化情况反映出东京都市圈核心区内外功能用地的变
化，城乡土地利用趋于平衡，都市圈核心地区土地高强度使用情况有所缓解，外围地区加入连续体产业分工。

东京都核心区域出现大面积建设用地占比下降，核心区空间发展由面积扩张转向空间功能调整，为高人口密

度的城市环境提供生态与公共空间。都市圈外围地区成为建设用地扩张主要空间，玉、千叶、神奈川等区

域建设用地密度普遍提升，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同时，外围地区农业用地密度普遍下降，表明乡村空间

功能发生调整，东京都的部分城市功能以节点形式向外围地区扩散，外围地区承接核心区非核心功能，将原

有农业用地空间转化为建设用地空间，促进城乡连续体内部的功能衔接。

总之，在城市化成熟阶段，发达经济体在完全农村地区和完全城市化地区之间普遍形成以连续梯度呈现

的城乡连续体，偏远农村和核心城区构成城乡连续体的两极，中间过渡地区依次为城郊通勤区、半集聚的城

镇和县域，不同层级之间表现出有序渐变、功能衔接的特征。在连续体内部，人口密度、非农就业占比、受

教育程度、社会流动机会等都表现出连续变化的特征。核心城区人口集聚，产业高度专业化；城郊通勤区与

外围城镇地区是核心城区产业外溢和人口扩散的主要承载区域；农村地区产业非农化和多样化趋势明显，与

城市产业形成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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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各次人口普查数据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ｅ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ｓｔａｔ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牽ｐａｇｅ ＝ １＆ｔｏｕｋｅｉ ＝ ００２００５２１＆ｃｙｃｌｅ ＝
０＆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１＆ｄａｔ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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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日本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占比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①

二、中国城乡融合阶段的表现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城镇化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１０ ６４％逐步提高到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７ ９０％，年均增幅约 ０ ２５％，这一阶段与诺瑟姆曲线的起步阶段相
似，城市化水平较低，增速相对较慢。②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加速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变加速，中
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期，城镇化率曲线斜率明显变大，尤其是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城镇化率由 ３６ ２％
快速提高至 ６３ ８９％，２０年间城镇化率增幅高达 ２７ ６９％，年均提高约 １ ３８％，这一阶段可以对应诺瑟姆曲线
的加速阶段。２０２０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镇化率在较高水平上继续提升，中国的城
镇化率于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６７ ８９％，向 ７０％门槛靠拢，但是增速有所放缓，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城镇化率增幅年均
０ ８０％，这一阶段可以对应诺瑟姆曲线的成熟阶段。２０２５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了 “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

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的重要判断，城乡格局进入城乡融合形态形成与构建阶段。

（一）当前中国城乡融合的表现

随着城镇化进程由加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中国的城乡格局进入城乡融合形成期，这一转变首先表现为

城乡差距在多个维度上的收敛。一是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有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２ ９９降低
至 ２０２５年的 ２ ３１，消费支出比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２ ７９降低至 ２０２５年的 １ ７７。③ 二是城乡公共设施和生活条件差距
持续缩小，２０２４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提高至 ９４％，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６５％，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稳定在 ７５％左右，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覆盖率保持在 ９０％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

超过 ４５％。④ 三是城乡交通通达性改善，２００６—２０２４年农村公路总里程由 ３０３万公里增至 ４６４万公里，高速公
路总里程由 ４ ５３万公里增至 １９ ０７万公里，绝大多数乡镇和村庄已纳入更完整的城乡交通网络。⑤ 四是城乡
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提高，截至 ２０２５年年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６９ ５％，行政村 ５Ｇ通达率超过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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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２００６ 年公路水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国家统计局转载，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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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正在向农村地区加速延伸。① 在城乡差距持续收敛的基础上，部分地区的城乡空间已演化出城乡

连续体的雏形，在空间形态、郊区化现象、产业分工和要素互动四个方面出现城乡融合信号。

１ 空间形态：以县域为场域的城镇化空间再平衡。

２０２０年中国城市地区城镇化率已达 ７８ ４％的较高水平，城镇化增量开始转向县域，县域成为城乡拓展的
重要空间，县域城镇化率持续上升。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国县域人口城镇化率从 ３５ ３７％提高至 ５６ １５％，年均
增幅达 １％。从区域分异来看，东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率已接近 ６６％，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中西部地区是增长
最快的区域，２０年间增幅均超过 ２０个百分点，分别达到 ５８％和 ５１％；东北地区增幅相对有限；分省数据显
示，北京、河北、江西、重庆、贵州、陕西等地的县域城镇化率提升幅度显著。②

县域内部也正在经历以县城为中心的人口集聚。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由 ３７ ５万人降至
３３ ５万人，县域人口规模略有收缩；而同期县城平均人口规模由 ６ ４万人增至 １５ ４万人，增长超过 １４０％。县城
人口占县域平均人口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７％提高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１％，到 ２０２０年已接近 ４６％。县域内部城乡融合重
心向县城集中，人口围绕县城这一空间节点集聚，越来越多原本分散在乡镇和村庄的人口选择在县城就近就业居

住。县城逐渐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和县域城乡融合重要空间，承载更多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商业功能。

２ 郊区化现象：特大城市外围承接能力增强。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中国特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特大城市难以继续依靠行政边界外延

扩张来组织产业和人口发展，转而通过城市更新、功能疏解等方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由此，城市郊区和都

市圈外围开始承接部分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出现了初步的郊区化现象。不过，与发达经济体的大规

模郊区化相比，中国特大城市目前的郊区化现象仍处于早期阶段，核心城区增量放缓，外围地区适量承接，

人口和产业出现一定的外溢，但规模有限。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吸纳进城人口能力转弱，部分人口和发展资源开始向外围地区转移，但外溢效应有限，

且主要集中于少数新区、副中心和近郊地区。上海中心城区③常住人口由 ２０２０年的 ６６９ １７万人下降至 ２０２４年
的 ６３４ ５６万人，共减少 ３４ ６１万人；而同期外围地区人口则由 １８１９ １９万人上升到 １８４５ ７０万人，增加 ２６ ５１
万人，浦东新区、闵行、嘉定、松江分别增加 ９ ９８、６ ７９、５ ９４、５ ０７万人。④ 广州同样表现出一定的郊区化
特征，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中心城区⑤常住人口由 ６２３ ９ 万人下降至 ６１２ ８ 万人，同期外围地区常住人口由
１２５７ １６万人增长至 １２８５万人，增加 ２７ ８４万人。⑥

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同步发生变化，外围近郊地区逐步成为工业发展核心地区。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上海中心
城区工业总产值由 ２３５９ ２２亿元增加到 ２３６７ ８８亿元，仅增长 ０ ３７％；而外围地区则由 ３１５５９ ９０亿元增加到
３５５６６ ７１亿元，增长 １２ ７０％，外围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长期保持在 ９３％以上，城市工业布局已集中于
外围地区。⑦ 广州市产业布局也表现出类似特征，广州市外围地区第二产业规模长期占全市的 ８０％左右⑧，制

造、物流业更多布局在花都、南沙等地区，花都区依托白云机场、广州北站、广州国际港形成现代物流和先

进制造集聚，南沙港区 ２０２５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２２６１ ７万标箱，继续位居大湾区单一港区首位，是广州市临
港制造和港口物流的重要地区。

３ 产业分工：城乡产业融合与县域经济多元化。

目前，中国城乡产业融合日趋深入，县域经济已经由传统以农业、初级加工业为主的结构演变为嵌入城

市地区产业分工的经济结构。县域内部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仍发挥一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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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三产业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国县域平均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比由 ３３ ４％下降至 １７ ６％；第二产业占比于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４７ １％后开始逐步回落，２０２０ 年为
３４ ７％；第三产业占比由 ３２ ２％提高至 ４７ ８％，尤其在 ２０１７年后，三产超过二产成为县域经济最重要的产业
部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对应，县域就业结构也发生重要转变。根据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国县
域平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由 ６２ ２％下降至 ２５ ８％，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合计由 ３７ ９％提升至 ７４ ２％，其中
三产就业占比提高了 ２５ ５％，第三产业成为县域吸纳就业的最主要部门。

县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城市地区消费需求变化、产业布局调整密切相关。一方面，城市消

费需求不断向县城和周边乡镇外溢，推动商贸、文旅、休闲等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县域快速发展，许多县

域逐渐成为连接城市消费需求和乡村资源供给的重要中间层级。另一方面，随着大城市产业布局调整，部分

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仓储物流业配套环节逐步向城市周边县域转移，城乡产业联系愈发紧密，城市周边

县域更深地嵌入城乡连续体下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４ 要素互动：城乡劳动力要素互动增强。

中国城乡资本、土地等要素配置调整幅度相比较小，城乡要素互动加强突出反映在农民工群体流动方式

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流动方式主要表现出跨省、远距离、单向流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特征。

２００８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２２５４２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４０４１ 万人，占 ６２ ３％，本地农民工 ８５０１ 万人，占
３７ ７％。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内地都市圈、部分县域和沿海都市圈外围地区就业机会增多，越
来越多农民工选择本地就业、就近流动或返乡回流。２０２２ 年，本地农民工增加到 １ ２４ 亿人，占比提高到
４１ ９％；２０２４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９９７３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 １２１０２万人，占比仍保持在 ４０％左右。尽管
外出农民工仍占多数，但本地农民工的规模和比重均在上升，且本地农民工年均增速 （２ ２％）快于外出农民
工 （１ ５％）。同时，农民工群体省内流动比重持续上升。２０１２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人数为 ８６８９万人，
占 ５３ ２％，跨省流动占 ４６ ８％；而到 ２０２４年，省内流动人数增至 １１０３１万人，占比提高到 ６１ ７％，跨省流动
占比则降至 ３８ ３％。① 此外，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劳动力回流趋势出现。２０１６年全国返乡入乡
创业人员累计约 ５７０万人，２０１８年底增至 ７８０万人，２０２０ 年底突破 １０１０ 万人，２０２２ 年底扩大到 １２２０ 万人，
六年时间内返乡入乡创业群体规模翻倍。② 当前农民工群体流动方式转变表明，部分县域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劳

动力的吸纳作用正在增强，劳动力流动表现出进城和返乡并存的现象。

（二）中国城乡融合面临的问题

１ 城乡二元分割仍然严重。

中国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与发展阶段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支持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尽管中国城乡差

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覆盖持续改善，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城乡二元结

构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城乡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农民工市民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方面仍然

滞后。城乡要素虽然出现互动，但城乡并未真正转向一体化发展，城乡之间在多个维度仍存在较大分割和断裂。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过大，收入结构差异明显。２０１０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城镇，但
二元性仍然明显。２００５—２０２５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３ ０８下降至 ２ ３１，但是这一数值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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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形态与城乡连续体构建

于较高水平，并且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从收入结构来看，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也表现出明显差距。

２０２５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 ３４３７３ 元，占总收入 ６０ ８％，而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为
１０４０２元，占比仅 ４２ ５％。２０２５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为 ８２０４元，占比高达 ３３ ５％，城镇居民仅为 １１ ７％；
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为 ５２３２元，占比 ２１ ４％，也高于城镇居民的 １７ ８％。① 上述收入结构的城乡差距表明，
尽管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结构呈现出更明显的城乡分化，城镇居民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与

财产性收入，相比而言农村居民更依赖经营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这种分化也意味着农村居民的增收更易受

到市场波动与经营风险影响，制约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二，“两个城镇化率”现象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尤其 ２０００年以
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逐

年扩大。２０２３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 ６６ ２％，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为 ４８ ３％，差距扩大至 １７ ９个百分
点。② 这表明，城市地区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虽已在城市长期生活，但并未完成户籍身份转换，其教育、医

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关键城市权利仍然受到户籍身份限制，因此表现出人口进城但权利未进城的 “半城市

化”特征。两个城镇化率现象反映出中国城乡融合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人口城市化快于市民

化，而土地城市化又往往快于人口城市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支撑了城市产业发展与繁荣，但城

市公共服务和权利体系并没有同步向他们完全开放。在市民化滞后背景下，土地扩张驱动的城市化进一步加

剧了城乡融合困难，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但进城人口权利与公共服务体系并未及时跟进，城乡二元结构加深。

２ 城乡权利体系不平等仍然存在。

城乡居民成体系的权利差距是城乡融合的根本阻碍，能否推动城乡权利体系走向一体化是未来城乡融合

阶段深入发展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持续流动，城乡联系增强，

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与个人发展直接相关的权利仍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身份直接相关，难以随

人口迁移顺利转换。

第一，城乡空间发展权利差异长期存在，许多政策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城市在规划、建设、产业、金

融等方面普遍具有更完善的制度和要素集聚条件，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项目等优先布局在城市地

区，使城市地区形成虹吸效应。相比之下，乡村处于被动依附城市的地位，在用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

方面长期存在制度性约束，导致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难以在乡村地区配置，人口外流削弱发展需求与

乡村治理能力，土地要素难以有效转化为本地发展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进一步降低对人才与产业的吸

引力，并最终加剧城乡发展差距。

第二，城乡土地权利差异制约城乡融合发展。土地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关键的发展资源，通过土地转

用与增值收益积累的大量建设资金长期在城市内沉淀，而乡村地区在建设用地指标、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

护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难以通过土地要素获得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利。对农民而言，承包地、宅基地与集

体建设用地是潜在的发展资本，但长期以来几块地都面临流转、增值、收益机制不畅的问题，导致农民难以

将土地权利转化为发展资源。如果农民土地权利长期难以通过市场机制顺利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都将

受到严重影响，城乡之间难以形成要素的双向互动。

第三，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权利差异仍然存在。尽管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推进城乡并轨，但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巨大差距。在养老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套社保体系的覆

盖对象、缴费规则、待遇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多数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只能参加偏向兜底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远不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时，社保跨区域接续困难，农民工在不同城市流动时

经常面临断保风险。在医疗保险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样存在显著差距，城

３４

①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ｄｇ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ｐａｇｅ ｈｔｍｌ＃ ／ ｐｃ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ｙｅａｒＤａｔ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４０２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２８ １９４７９１５ ｈｔｍｌ；公安部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ｈｔｔｐｓ牶 ??ｍ ｍｐｓ ｇｏｖ ｃｎ ／ ｎ６９３５７１８ ／ ｎ６９３７８３７ ／ ｎ９５８２７８７ ／ ｎ９５８２７９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国家统计局公布值，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公安部公布值；差距为作者计算。由于公开发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数

据截至 ２０２３年，故本文此处时间截至 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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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医保的待遇设计更强调基本保障，报销比例低于职工医保。同时，尽管近年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取得

一定进展，但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异地就医结算仍存在不顺畅现象，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起付

线和定点范围等规则在许多地区仍与参保地就医存在差异，大量农民工仍可能因较高的就医成本选择返乡就医。

第四，城乡居民个人发展权利差异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个人发展权利是进城农民群体及其子

女融入城市的重要动力。当前，城乡居民在个人发展权利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制度差异。

在就业权利方面，进城农民在城市就业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生活性服务业、各类灵活就业岗位等技能要

求低、劳动强度高的岗位，这与进城农民群体文化程度、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因素相关，但也与招聘过程

中的隐性户籍门槛有关，进城农民容易被锁定在低工资、低保障的岗位中，职业发展受限。随着平台经济的

兴起，灵活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进城农民，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其面临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更高的

职业伤害风险，但由于缺少正式劳动关系，这一群体普遍缺乏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障水平严

重不足。在教育权利方面，随迁子女教育权利存在隐性门槛，在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户籍依然

是获取教育资源的重要条件，家庭需要为子女教育资源投入畸高的成本，因此，进城农民子女普遍难以进入

优质公办学校。另外，异地中考、高考政策仍未完全放开，大量随迁子女在初中毕业后无法在常住地继续升

学，一些随迁子女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阻碍其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

３ 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城乡空间不连续。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中国城乡发展出现新变化，但城乡之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导致城乡

空间形态的不连续，制约城乡连续体形态的构建。当前中国已形成若干都市圈、城市群，但这些区域内部尚

未形成不同层级有效衔接、功能互补的城乡连续体。

以中国 １９个城市群为例 （见表 １），这些地区已出现城乡连续体雏形，具体有以下表现。一是人口、经济高
度集聚。这 １９个地区以不到全国 ３０％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 ７５％的常住人口和超过 ８０％的经济总量。① 二是
初步形成了核心—外围的梯度结构。这 １９个地区内不仅形成了具有一定辐射力的核心城市，围绕核心城市还不
同程度地分布着大量中小城市和县城，这些节点承接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和产业外移，区域内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城

乡发展格局。三是具有较高通达性的交通网络。１９个地区平均交通路网密度达到 ４５０米 ／平方公里以上，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珠三角、长三角的交通线路密度分别高达 ９９２ ８２米 ／平方公里和 ８８６ ４７米 ／平方公里。② 核心
城市与周边县域之间基本实现快速交通，密集的交通网络为城乡互动提供了基础条件。

表 １　 中国初步出现城乡连续体的地区③

城乡连续体地区 核心城市 城乡连续体地区 核心城市

长三角 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 关中平原 西安、咸阳

珠三角 广州、深圳、珠海 北部湾 南宁

京津冀 北京、天津、石家庄 晋中 太原

山东半岛 济南、青岛 呼包鄂榆 呼和浩特

海峡西岸 福州、厦门 黔中 贵阳

哈长 哈尔滨、长春 滇中 昆明

辽中南 沈阳、大连 兰州—西宁 兰州、西宁

中原 郑州 宁夏沿黄 银川

长江中游 武汉、长沙、南昌 天山北坡 乌鲁木齐

成渝 成都、重庆

４４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市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Ｄａｖｉｓ牞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牞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ｅｎｇ牞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牞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牞 ２０２５牞 ３３５１５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３８６ ／ ｗ３３５１５。
该表主要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１９＋２城市群”战略布局整理。“１９＋２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
岸、哈长、辽中南、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

和天山北坡 １９个城市群，以及以拉萨、喀什为中心的两个城市圈；本文选取其中 １９个城市群作为我国初步出现城乡连续体形态的
地区。核心城市由作者依据国家和地方城市群规划中关于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区域增长极等表述，并结合地区常住人口、地区生

产总值等数据整理确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以 “１９＋２城市群”为战略支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ｓｄｗｈｆｚ ／ ２０２４０８ ／ ｔ２０２４０８１９ １３９２４４８． ｈｔｍｌ。



城乡融合形态与城乡连续体构建

　 　 然而，即便在这 １９个地区，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第一，城市群、都市圈内外的明显分割。尽管多数区域明确规划了城市群、都市圈的框架，但在实际运

行中，城市群、都市圈内外存在较大差别，圈内集聚人口与产业，有更发达的交通网络，而圈外在市场环境、

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各方面都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城市群、都市圈内外的分割导致内部核心城区和

外围地区的较大差距，使城乡连续体形态难以形成和完善，阻碍区域内的城乡融合。

图 ３　 城乡连续体内外城镇化率情况① 　 　 　 　 图 ４　 各城乡连续体交通线路密度情况②

　 　 城市群内外城镇化进程存在明显分化。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核心城区城镇化率达到 ７０％以上，这一比率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间持续上升，２０２０年普遍突破 ８０％，而县域城镇化率远低于核心城区，城市群内并未形成相
对均衡的城乡融合空间分布，人口仍高度向城市中心集中。城市群外城镇化率整体水平更低，其县域地区

２０２０年城镇化率仅略高于 ４０％ （见图 ３）。城市群、都市圈并未有效带动核心城区以外地区的城乡融合进程，
延续了核心城区集聚、其余地区滞后的空间分化格局。

城市群内外分割还体现在基础设施供给差异上。以交通网络为例，非连续体地区的交通线路密度仅为

１６３ ３５米 ／平方公里，不仅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都市圈，也显著低于中西部的一般都市圈 （见图 ４）。城乡连
续体内部交通线路密度偏低，较高的交通成本阻碍城乡融合进程，影响城乡连续体的产业分工、人口分布等。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核心不在于 “划圈”，而是要推动形成城乡连续体，城乡连续体的发展不能通过

行政边界界定来推动，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圈内圈外分割，促进要素顺畅流动，实现城乡连续体的功能分工，

使城乡之间通过产业链与公共服务紧密联结和融合。

第二，城乡各层级之间的断裂和不连续。具体表现为区域特大城市带动作用不足、地级市低效扩张、县

城腰部功能弱化、乡村系统性衰败，导致城乡之间无法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衔接的城乡连续体。

一是区域特大城市虹吸效应强，带动作用不足。当前各大都市圈的特大城市发展优先，人口、资本持续

集聚，但是特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产业扩散效应不足，区域内大城市虹吸效应过强而带动作用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依然突出，导致城乡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无法真正形成城乡连续体，都市圈发展形成特大城市核心地

区单极扩张的失衡。当前，多个城市群已表现出较高的核心城市集中度③，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向少数核心城

市高度集聚。２０２０年，京津冀核心城市 ＧＤＰ 占比 ６５ ０％，常住人口占比 ４２ ６％；珠三角核心城市 ＧＤＰ 占比

５４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Ｄａｖｉｓ牞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牞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ｅｎｇ牞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牞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牞 ２０２５牞 ３３５１５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３８６ ／ ｗ３３５１５。该图表反映所有交通线路总
计密度在该城乡连续体各城市中的平均值，单位为米 ／平方公里。
用 ２０２０年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ＧＤＰ 占比与常住人口占比衡量核心城市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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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７２ ９％，常住人口占比为 ６１ ２％；长三角核心城市 ＧＤＰ 占比达 ４８ ０％，常住人口占比 ４１ ４％ （见图 ５）。
高集中度本身不必然导致问题，关键在于核心城市的集聚能否转化为对周边地区产业和就业的外溢。如

果集聚无法进一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就会演变为典型的虹吸效应，阻碍城乡连续体内部不同层级之间形成

顺畅的空间联系。中国许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持续扩张，但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普遍偏弱，难以

向外形成产业和就业的合理布局。其结果是，城市群逐步演化为少数核心城市单极扩张的空间格局，大量县

域与中小城市难以获得大城市的经济外溢，城乡不同层级之间经济联系不足，无法形成紧密的分工网络。随

着非核心地区要素外流、功能弱化，其在城市群中的边缘化趋势加剧，区域发展动能愈发局限于少数核心城

市的有限空间中，更大范围的县域与乡村地区因缺乏大城市经济带动与产业支撑而走向衰弱，最终造成城乡

不连续和城乡失衡格局。

图 ５　 各城乡连续体核心城市集中度情况① 　 　 　 图 ６　 城乡连续体内外平均工业企业数量情况②

　 　 企业空间分布也直观反映出核心城市单极集聚问题。根据 Ｄａｖｉｓ等提供的 ２０２０年工业企业数量数据 （见

图 ６）③，在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核心城区平均集聚工业企业 ２２５家，而同属核心城市的县域为 １６８家；相比
之下，城市群内的非核心城市无论核心城区还是县域，工业企业数量均在 ７５家左右，而在非城乡连续体地
区，核心城区与县域的平均工业企业数量分别为 ５２、２９家。企业数量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核心城市核心城
区的平均工业企业数量为县域的 １ ３倍，约为非核心城市核心城区或县域的 ３倍。城市群内部特大城市中企
业高度集聚，非核心城市以及县域企业数量普遍偏低；核心城市的集聚优势并未有效带动周围县域的企业主

体培育，反而强化了对周边中小城市和县域的虹吸效应。

二是地级市土地城市化扩张，产业、就业与人口吸引能力不足。在城市群内部，许多地级市凭借人事、

土地、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权力加速扩张，城市建成区迅速外扩，但产业集聚、就业创造、人口吸纳能力

并未同步增强，导致地均经济效率偏低，大量地级市无法在城乡连续体中发挥承上启下的节点功能，加剧城

乡不连续。

从空间扩张来看，许多地级市行政管辖区域与内部建设空间在短期内快速增加。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城市群
内部非核心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量由 ９６８２平方公里增加至 ２６６９０平方公里，增幅达到 １７５ ７％④；而同期城市

６４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市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Ｄａｖｉｓ牞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牞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ｅｎｇ牞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牞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牞 ２０２５牞 ３３５１５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３８６ ／ ｗ３３５１５。该图表反映 ２０２０年各城乡
连续体各城市工业企业数量的平均值，单位为家。

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Ｄａｖｉｓ牞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牞 ａｎｄ Ｗｅｎ Ｚｅｎｇ牞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牞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牞 ２０２５牞 ３３５１５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３８６ ／ ｗ３３５１５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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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核心城市建成区面积总量由 ８１３０平方公里增至 ２１８２８平方公里，增幅为 １６８ ５％。以地级市为主的非核
心城市扩张速度快于核心城市，并且到 ２０２２ 年，非核心城市建成区总规模已比核心城市高出约 ４８６２ 平方
公里。

但是，土地城市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活跃度提升，地级市的扩张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配套，无法形成

有效的经济集聚，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与错配。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城市群非核心城市户籍人口总量由 ６ ９亿
增至 ７ ８亿，增幅仅为 １３ ０％，增速远低于建成区扩张速度。进一步考察经济效率，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城市群
内部核心城市单位面积 ＧＤＰ 由 ５ ５亿元 ／平方公里提升至 ２１ ９亿元 ／平方公里，非核心城市由 ６ １亿元 ／平方
公里提升至 ２０ ４亿元 ／平方公里，非核心城市由原先略高于核心城市变为低于核心城市，表明一般地级市扩
张的新空间并未转化为更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密度，土地利用效率相对下降。

三是县城作为城乡连续体的 “腰”的功能减退。在城乡连续体内部，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 “腰”，一端

连接城市地区，是产业外溢、人口流动的关键节点，另一端连接乡村地区，是县以下城乡融合和乡村系统重

构的核心。但是，单向城市化导致农村要素跨过县城直接流出，农村转移人口直接进入核心城市或沿海地区，

县城被绕开。

从劳动力空间分布看，县城难以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中间节点。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核
心城区的劳动力平均数量由 ３９４０９人上升至 ４５９６９人，提高 １６ ７％；同属核心城市的县域劳动力平均数量则由
２２２８７人下降至 １８４７７人，减少 １７ １％。同时，非核心城市县域、非城乡连续体地区县域的劳动力平均数量下
降幅度分别达到 ２７ ０％、２１ ８％。数据表明，核心城区持续吸纳劳动力的同时，县城并未成为农村人口转移
的中间落脚点，且承接劳动力能力持续弱化。

县城 “腰”的功能弱化，还反映为就业结构转型落后于核心城区，无法承接核心城区的产业与人口。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城市群内核心城市核心城区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由 ３８ ３％升至 ６３ ７％，而第一产业降至 ８ ８％，
核心城区已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就业结构，能够持续创造并吸纳非农就业。相比之下，２０２０年核心城市
县域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达到 ２９ ５％，比核心城区高 ２０ ７个百分点；其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 ４３ ０％，比核
心城区低 ２０ ７个百分点。非核心城市县域的就业结构转型也明显滞后，２０２０ 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高达
３１ 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 ３９ ５％。① 核心城区与县域的就业结构差距直接削弱了县城作为城乡连续体
“腰”的功能，县城既无法完全吸纳从乡村地区转移的劳动力，也无法将核心地区外溢的产业转化为足够的

就业机会，最终表现为城乡连续体在县这一层级出现断裂，县以下区域失去县城的带动，加剧乡镇与村庄的

持续衰败。

４ 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城乡连续性差异拉大。

在人口持续流动背景下，中国县域正在发生明显分化。进入城乡融合阶段，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县域人

口规模，更深刻影响了县城、乡镇和村庄之间的功能和联系。人口持续流入的县域倾向于融入城乡连续体的

分工体系，强化县城作为城乡连续体 “腰”的功能；人口持续流出的县域则因劳动力外流、产业薄弱和公共

服务不足等因素逐渐丧失城乡枢纽的功能。

根据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县域划分出 ５６９个人口流入县和 １５２２个人口流出县。② 从分布
上看，人口流入县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四川、山东等人口和经济大省也有一

定分布；人口流出县则主要集中在河北、四川、河南、山西、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份 （见图 ７）。与
此同时，县域分化反映在省域内部，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份内部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人口流入县和人口

流出县。

７４

①

②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本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县域常住人口增量扣除按 ２０１０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估算的自然增长量，计算出县域人口净
流入率 （相对 ２０１０年常住人口），并将净流入率大于 ５％的定义为人口流入县，净流入率小于－５％的定义为人口流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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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人口流入县与人口流出县的省份分布①

　 　 县域分化首先反映为县域发展差距的持续拉大，人口流入县与人口流出县在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就业
结构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分化 （见图 ８）。在县域人口规模方面，２０１０年人口流入县和人口流出县的县均总人
口分别为 ５１ ４７、４７ ５７万人，两类县差距相对较小；而到 ２０２３ 年，人口流入县县均人口规模达到 ７８ ９８ 万
人，人口流出县则降至 ３８ ９４万人，两类县人口规模差距达到 ４０万人左右。②

图 ８　 人口流入县与人口流出县的分化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③

在经济发展方面，２０１０ 年人口流入县县均实际 ＧＤＰ 为 ２３４ ６１ 亿元，人口流出县为 ８８ ７９ 亿元；而到
２０２３年，人口流入县县均实际 ＧＤＰ 已增至 ６５７ ３６亿元，而人口流出县仅为 １９５ ０２亿元，两者差距由 ２ ６４倍
扩大到 ３ ３７倍。在产业结构方面，人口流入县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５ １ ∶ ５２ ３ ∶ ４２ ６调整为
２０２３年的 ２ ７ ∶ ３９ ６ ∶ ５７ ７，已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起到支撑作用的产业发展格局。相比之下，人
口流出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相对较小，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７ ５ ∶ ４８ ３ ∶ ３４ ２变为 ２０２３年的 １５ ３ ∶ ３６ ６ ∶ ４８ ０，第一产
业仍然占较高比重，结构转型明显滞后，第二、三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对劳动力和资本形成持续吸引力。在

财政收入方面，２０１０年人口流入县县均财政收入为 １７ ２６亿元，人口流出县仅为 ４ ３３亿元；２０２３年，前者增
至 ４４ ００亿元，后者仅增至 １０ ４９亿元，财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④

在就业结构方面，两类县同样出现系统性差异。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２０１０年人口流入县的三次产业就

８４

①

④

②③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根据各省 ＧＤＰ 指数，以 ２０１０年为基期将县域名义变量调
整为实际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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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为２０ ５ ∶ ３６ ０ ∶ ４３ ５，到２０２０年调整为６ ７ ∶ ３２ ８ ∶ ６０ ６，第三产业同样成为主要的就业部门，第一产业就
业占比则大幅下降。而人口流出县就业结构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６２ ２ ∶ １７ ３ ∶ ２０ ６变为 ２０２０年的 ３２ ３ ∶ ２７ ２ ∶ ４０ ５，第
一产业就业占比同样明显偏高。２０２０年，两类县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相差 ２５ ６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上
相差 ２０ １个百分点，两类县在就业结构上已形成明显分化。①

两类县在人口、产业、就业等方面的分化进一步演化出不同的经济系统。人口流入县通过人口集聚、二、

三产业扩张和非农就业增长，逐步强化其在城乡连续体中的枢纽功能，并进一步带动乡镇与村庄共同发展；

人口流出县则缺乏留住人口的产业和就业，乡镇和村庄趋于收缩。由此，人口流入与流出的县域逐步分化出

不同类型的县镇村系统。

图 ９　 人口流入地县镇村系统情况②

人口流入地的城乡连续体，突出表现为县城 “腰”功能的强化，带动县以下的县镇村系统有序发展，县

城逐步形成吸纳人口和产业的能力，乡镇夯实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乡村持续融入城乡网络 （见图 ９）。
第一，县城真正成为城乡连续体的重要节点。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人口流入县县均乡村人口从 ２３ ２５万人减

少至 １３ ６０万人，减少 ９ ６５万人；而县均县城人口由 ２６ ３３万人增加至 ５７ ４５万人，增加了 ３１ １２万人，县城
人口增加量远高于乡村人口减少量，表明县城除了吸收本地农村人口转移，还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吸纳人口。

人口流入县平均城镇化率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６７ ０％提高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７６ １％，人口持续向县城和县域集中，县城承接
人口、组织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明显增强。③

县城产业和就业结构升级同步推进，经济密度持续提高。人口流入县县均实际第二产业由 １２２ ８０亿元提
高到 ２６０ ２３亿元，第三产业由 １００ ００亿元提高到 ３７９ ２９亿元，第三产业已成为人口流入县最重要的经济支
柱。财政收入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７ ２６亿元提高到 ２０２３年的 ４４ ００亿元，财政支出由 ２３ ０８亿元增至 ６４ ０８亿元，
财政能力同步增强，能够为县城和县以下层级持续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支撑。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人口流入
县县均就业人口增加 ５７５７人，其中农业就业人数减少 ３７６１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小幅减少 ３４５人，而服务业就
业人数则大幅增加 ９９７２人。县城形成了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城乡连续体内部将出村人口更多留在本地。
因此，人口流入县人口密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人口密度由 ２９３６人 ／平方公里提高至 ３４６６
人 ／平方公里，同期，县域用地情况和人口密度同步调整，建设用地面积由 １１ ５３平方公里扩大到 １５ ９６平方
公里，而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服用地规模相对稳定，表明人口流入县县城人口集聚和空间拓展相互协调，

９４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左图为人口流入县县城人口密度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左轴为平均县城人口密度 （单位：人 ／平方公里），右轴为
平均县城建设用地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中图为人口流入地乡镇
户籍人口与建设投入变化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左轴为镇均户籍人口 （单位：万人），右轴为镇均建设投入 （单位：万元），此处选择

广东、浙江、江苏三个人口流入大省作为人口流入地代表，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右图为人
口流入县样本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与非农户数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左轴为非农户数，右轴为村均劳动力人数和外出劳动力人
数，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作者将对应人口流入县的固定观察点样本村进行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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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序、合理的空间形态，逐步增强其在城乡连续体中的枢纽功能。①

第二，乡镇成为县镇村系统的重要节点。以广东、浙江、江苏三个人口流入大省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建
制镇总量由 ２３７６个降至 ２２４８个，而镇均户籍人口由 １ ３６万人提高至 １ ４２万人，乡镇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并未
出现边缘化现象。同时，镇均建成区面积由 ３４０ ４公顷扩大至 ３８４ ４公顷，镇均建设投入由 ９１７２万元提高到
１５９２８万元，镇均道路长度由 ３５ ７公里增加到 ４５ ７公里，镇均供水管道长度由 ５２ ７公里增至 ６６ ４公里。② 因
此，人口流入地乡镇数量稳定甚至有所减少，但节点功能强化，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功能，更深地融入县城主

导的县镇村系统中。

第三，乡村功能发生转变。乡村与县城以及更广区域的劳动力市场联系增强，乡村劳动力跨空间层级流

动愈发普遍，乡村发展逐步融入城乡连续体。根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监测数据，人口流入县样本村村均

劳动力人数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１３７人增加到 ２０２２年的 １４２０人，外出劳动力人数大幅增加。其中，在县内就业的外
出劳动力由 １７７人增至 ３３２人，增幅明显；前往县外就业的外出劳动力由 ８５人增至 １１８人，前往省外的外出
劳动力由 ４２人增加到 ６３人。与此同时，留在乡村的农户，其结构也在持续调整，许多农户不再单纯以农业
为主要生计来源，而是转向兼业化、非农化。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样本村村均农业户由 ２１３户增至 ２３７户，仅增
加 ２４户；兼业户由 ２６７户提高到 ３５０户，增加 ８３户；非农户由 ９９户增至 ２６３户，大幅增加 １６４户。乡村经营
和生活条件也同步得到明显改善，接入互联网的户数由 ７９户大幅提升至 ４３５户，居住钢筋混凝土房屋的农户
由 ３０８户增长至 ５３４户。③

人口流出地的城乡连续体则表现出县城枢纽功能普遍偏弱的特点，导致县镇村系统呈现收缩趋势 （见图

１０）。县城更多承担的是行政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对人口、产业吸引力不足，乡镇、村庄在劳动力持续外
流背景下维持基本的居住和生活功能。

图 １０　 人口流出地县镇村系统情况④

第一，县城更多承担消费和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难以真正成为城乡连续体的重要枢纽。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人口流出县县均乡村人口减少 １３ ９７万人，而县城人口仅增加 ８ １６万人，大量出村人口跨过县城继续流向更
高层级城市。⑤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作者将对应人口流入县的固定观察点样本村进行计算整理。

左图为人口流出县县城人口密度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左轴为平均县城人口密度 （单位：人 ／平方公里），右轴为
平均县城建设用地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中图为人口流出地乡镇
户籍人口与建设投入变化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左轴为镇均户籍人口 （单位：万人），右轴为镇均建设投入 （单位：万元），此处选择

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湖北、黑龙江、甘肃十个人口流出大省 （区）作为人口流出地代表，数据来源：

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右图为人口流出县样本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与非农户数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
左轴为非农户数，右轴为村均劳动力人数和外出劳动力人数，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作者将对应人口流出县

的固定观察点样本村进行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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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产业和就业结构转型滞后。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人口流出县县均实际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４３ ０６亿元提高
到 ７１ ４７亿元，第三产业由 ２９ ９３亿元提高到 ９３ ６４亿元，二、三产业扩张速度远不及人口流入县，对本地劳
动力吸引力弱，也难以支撑本地经济实力提升。与产业发展相对应，人口流出县就业规模缩减，就业结构调

整速度较慢。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人口流出县县均就业人口由 ２３３６５人降至 １７５６７人，其中，农业就业人数大幅减
少，由 １４９０６人下降至 ５８４５人，减少 ９０６１人，但制造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幅有限，合计增幅仅为 ３０６７人，
增量不足以承接农业劳动力退出。结构转型滞后导致人口流出县县城空间经济效率偏低。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人
口流出县建设用地面积则由 １１ ０２ 平方公里扩大到 １３ １８ 平方公里，居住用地面积由 ３ ８０ 平方公里提高到
４ ４３平方公里，而同期县城人口密度则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①

第二，乡镇更多承担维持性功能。以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湖北、黑龙江、甘

肃十个人口流出大省 （区）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建制镇总量由 ７９２９个增加到 ９１６９个，增加 １２４０个，镇均建
成区面积也由 １８５ ６公顷提高到 ２０４ ６公顷。但与此同时，镇均户籍人口由 ２０１４年的 ０ ８３万人小幅下降至
２０２３年的 ０ ８１万人，镇均建设投入稳定在 ２４００万元左右，远低于人口流入地水平。人口流出地区乡镇主要
作用转向维持县以下地区的基本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运行。人口流出地区镇均道路长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距由 ２０１４年的 ４公里缩小到 ２０２３年的 １ １公里，镇均供水管道长度甚至在 ２０２２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②

第三，乡村在劳动力外流趋势下维持基本运行。人口流出地的乡村保留基本的居住和生活功能，人口流

出县样本村村均劳动力人数稳定在 １２００人左右，外出劳动力人数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４０６人增加至 ２０２２年的 ６０５人。
其中，前往省外就业的外出劳动力规模由 １８５人扩大到 ２４４人，外省是人口流出县外出劳动力主要去向，这
进一步反映出人口流出县无法承接本地转移劳动力。留在乡村的农户结构稳定，没有出现非农化转型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人口流出样本村农业户由 ２３６户增加到 ３４３户，兼业户由 ２８２户提高到 ３１６户，而非农户仅由
８３户增加到 １１０户，农业户和兼业户仍占较大比重，大量农户被锁定在土地和传统农业中，难以实现离土、
出村、非农化的转变。因此，人口流出地的乡村功能主要成为维持基本运行的生活空间。③

５ 乡村系统性失衡。

乡村是农民、农地、农业和村落四位一体的系统，是城乡要素双向互动的重要场域，也是都市圈产业分

工向县以下延伸的重要承载地区。经济结构转型使农民离土出村，传统超稳定的乡村系统受到持续冲击，出

现乡村 “人—地—业—村”系统性失衡，进而导致城乡连续体无法真正形成连片发展趋势，县以下乡村地区

的衰败也反过来削弱城乡连续体的运行基础。

第一，乡村人口单向流出，但人地关系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城乡转型深入，乡村人口快速下降。根据

２０２２年 ＣＲＲＳ调查数据，空心村比例已达到 ９０ ６％，乡村作为城乡连续体基本单元的人口支撑能力明显弱
化。④ 近年来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逐渐增多，但由于县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产业发展不足，回流人

口也难以为乡村系统提供重构动力。

第二，土地细碎化和利用不经济。中国农地家户小规模持有、高度破碎的传统土地格局难以打破，阻碍

了乡村地区在城乡连续体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影响了乡村地区的要素重组。近年来，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土地流转加速，目前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过 ５ ９亿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 ３７ ７６％，但土地流
转的加速并未根本解决农地经营的细碎化问题，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

的 ９８％以上，户均经营规模仅 ７ ８亩。⑤ 乡村土地要素被锁定在低效率运转的生产活动中，乡村难以通过土地
要素实现现代化发展，无法成为城乡连续体的有效节点。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ＥＰＳ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作者将对应人口流出县的固定观察点样本村进行计算整理。

魏后凯、吴广昊：《中国村庄分化的成因与破解路径》，《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数据来源：农民日报客户端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专家解读③ ｜ 全环节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ｓ牶 ??
ｗｗｗ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５ ／ ０４ ／ １０ ／ ｗａｐ ９９９８３７１５ ｈｔｍｌ；新华网 《全国 ９８％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９０３ ／ ０１ ／ ｃ １２１００７１０７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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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业要素组合困难、经营回报低。在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农业经营成本上升、回报降低、劳动

生产率增速放缓，加之中国乡村地区存在的人地关系紧张、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一系列因素

叠加导致乡村无法形成与城市群、都市圈分工网络相匹配的产业承载能力，县以下乡村地区对人口与资本缺

乏吸引力。根据相关研究，中国三大主粮平均净利润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一度为负值，２０２０ 年恢复至 ４７ １ 元 ／
亩，但远低于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５０ ８元 ／亩。① 在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背景下，乡村产业无法向加工、品牌、服务等
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导致乡村产业难以在城乡连续体中找到连接城市市场的发展可能性。

第四，村庄转型面临困局，村庄空间收缩和功能弱化导致城乡连续体中乡村地区功能的退化。近年来，

全国行政村、自然村数量持续减少，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缩减，乡村发展空间收缩。多数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公共设施利用低效，村内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难以有效衔接，治理成本高企，村庄原有的生产、生活和治

理功能愈发难以维持。尽管近年来有部分资本与回流人口进入乡村，但其基本集中于少数具备旅游资源或区

位优势的村庄，无法带动更大范围的乡村地区，加速村庄之间、城乡连续体内外发展差距的扩大。

三、构建城乡连续体的制度改革与政策选择

针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存在的城乡连续体断裂问题，必须摒弃传统的单向城市化思维，认识到城

市与乡村是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建立城乡融合思维，就是要从城乡连续体形态重新审视城镇化

发展模式，将城乡视为统一发展、相互融合、紧密关联的完整体系，打破城乡之间制度壁垒和产业分割，推

动城乡连续体内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融合。

（一）构建以城乡连续体为特征的城乡融合形态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必须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行规划和布局，构建功能互补、层级清晰

的城乡连续体形态。

１ 明确以功能互补为导向的城乡连续体构建目标。

中国的城乡连续体构建，关键在于把 “大城市—县—乡镇—农村”的体系由单纯的行政层级转化为紧密联

结的功能运行体系，推动要素互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在这一体系中合理分工、高效匹配。“大城市—县

城—镇—村落”体系各层级之间加强互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城乡连续体内核心城市作为重要增长极，

城乡连续体内必须形成多个能够承接核心城市产业、就业、人口外溢的次级节点。城乡连续体不通过行政区域界

定边界与融合范围，功能衔接是城乡连续体划定有效边界的重要原则，边界之外地区通过交通网络、产业链等方

式逐步纳入城乡连续体运行网络。推动形成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乡分工，不同层级区域分工清晰，不同层级之间

产业衔接顺畅。核心城市侧重研发、创新和消费集聚，非核心城市与县域重视发展产业配套、现代物流、农产品

加工等承上启下的产业环节，乡镇与乡村侧重加强特色农业、生态产品、文旅康养等产业发展。

２ 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由虹吸周边地区转向辐射周边地区。

必须改变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围绕核心城市产业链布局，明确产业链环节在城乡连续体内的分工，推动

成体系的产业外溢，促进核心城市和周边次级城市或县域形成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将公共服务外溢

作为特大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重要方式，以城市通勤圈和县域为节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连续体范围

内有序供给，避免外围地区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难以承接核心城区外溢的人口与企业。坚持特大城市内涵

式发展，发展重点从新增建设用地扩张转向城市更新与城市内部功能优化，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财政

工具更多服务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

３ 妥善解决地级市 “臃肿”扩张问题。

必须实施严格的建设用地管控制度，倒逼地级市从扩张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全面评估地级市各类开

发区、产业园区、新城新区的经济效益，对长期低效的园区进行撤销或整合。引导地级市做实在城乡连续体

内承上启下的地位，做强区域内公共服务统筹的基础职能，承接特大城市产业外溢，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成

为连接核心城市与县域的重要通道。试点推动 “消地扩县”，围绕城乡连续体的构建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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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经济日报》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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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推进地级市行政体系调整，降低地级市的行政配置程度，遏制地级市畸形扩张、无序扩权，推动地级市功

能回归区域规划协同、重大基础设施统筹、生态安全保障等基础功能。把更多发展权利下放到县一级，强化

县城组织要素流动和组合、统筹县乡公共服务、连接城市与乡村市场的枢纽能力。

４ 明确县城在城乡连续体中的定位，做强县城作为城乡连续体的 “腰”的功能。

县城要成为城乡连续体的枢纽，聚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和集聚各类新业态，推动县镇村

融入都市圈发展体系。积极承接都市圈产业外溢与人口转移，把中心城市的市场、技术与资本转化为可落地

县城的就业与产业。在县域产业体系方面，聚焦 “一县一业”发展，以县域为单元，基于比较优势确定主导产

业，促进产业规模化，围绕 “一业”推动土地、技术、资本、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的重组与集聚，依托产业和

土地规模化，推动产业链向加工、储运、品牌和市场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提高县

域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公共服务功能，把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向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延伸。

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于人口流入县，以都市圈为单位，将县域纳入都市圈一体

发展，壮大县城作为都市圈城乡连续体的 “腰”，进一步加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县域内骨干龙头

企业，形成都市圈范围内的县—镇—乡村连续体。人口流出县进一步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发展消费性城市，

加强县城公共品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为返乡农民提供良好的居住、子女教育条件，适度收缩乡镇，稳步推

进村落适度集聚和乡村 “人—地—业—村”系统重构。

５ 循序渐进推动乡村系统重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将乡村作为 “人—地—业—村”有机系统，解决乡村系统失衡。建立新型人地、人村、人业关系。顺应

人口结构变化与代际需求，分类解决农一代养老、农二代落城、农三代融入过程中的问题。试点开放乡村经

济活动权利，探索乡村建设者落村的相关制度，推动乡村资源与外来资本、技术、人才的有效结合。按照功

能导向推动土地整合与乡村形态重构，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实现乡村空间重组，促进不同类型土地的统筹配置。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导向，推动农业生产要素重组，通过土地配置优化、

资本与技术引入、城乡劳动力合理配置、相关制度完善，重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农业工业化。重塑村

落空间与村庄功能。有序推进村落适度集聚，形成空间相对集中、功能相对完整的村庄布局。重新规划村落

空间，推进农地、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为村落集聚要预留必要的发展空间。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传统治理秩序与现代行政

体系有机衔接，塑造稳定、有序、现代的乡村治理新秩序。

（二）推进构建城乡融合权利体系

１ 打破城乡分割的规划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规划管理与实施体制。

把城市群、都市圈作为城乡连续体统筹规划的基本单元，推动形成多层嵌套的规划体系，以城镇开发边

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为刚性约束，以组团式、网络化的结构组织城乡连续体范围内的

产业分工、交通网络与公共服务体系，将县城、重点镇、中心村纳入规划体系，明确不同层级的功能定位，

构建不同城市形态的城乡融合体系，形成多中心并存、多组团分工协作的都市圈城乡融合格局。

２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构建适应城乡融合形态的土地制度体系。

推进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对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完善入市规则

与交易平台，推动其与城市建设用地同规则进入市场，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推动 “以地谋发展”模式转型。

扭转土地城市化趋势，使土地回归为引导人口与产业合理分布的政策工具。完善土地用途管制与指标配置方式，

把更多土地资源用于县域公共服务与产业配套。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城乡融合激励机制，

在城乡连续体基础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统筹机制，推动核心城区的土地增值收益按一定比例用于城乡连续体内部

各层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严格约束征地卖地的城市化模式，优化城市用地结构，提高公共用地

比重，推动城市居住空间转向生活、生态空间。调整城市更新方式，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高质

量，转向小街区、小片区 “绣花针式”的更新模式，完善城中村卫生、养老、交通等基础功能。

３ 构建基于常住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利体系。

突破户籍制度壁垒，全面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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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为人口流入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明确以居

住证制度替代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居住年限挂钩。改革升学

制度的地域限制，探索建立基于常住地学籍的升学考试制度，逐步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和高考资格向符合条件

的常住人口开放。完善社保跨地区接续和医保异地结算制度。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优化社保关

系转移接续政策，特别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建立更加灵活的缴费机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推进基

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异地就医门诊与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住房公积金覆盖

范围扩大到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与灵活就业人员。

４ 赋予农民充分的城市权利。

构建基于常住地的城市权利体系，从根本上落实进城农民的城市权利。拓宽农民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空间，

消除对进城农民的所有制歧视、单位歧视、福利差异，赋予进城农民平等的城市工作权利，使其在城市获得

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切实推动进城农民子女获得成体系的在地化教育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进教育同城

同质，在升学制度上推动随迁子女在地中考、高考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进城农民子女教育权利的融入。落

实进城农民的居住权与住房保障权，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与住房公积金覆盖面，推动住房保障

与就业地、常住地挂钩。保障进城农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建立全国统一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国家、

企业与个人三方分担的社保缴纳机制，实现进城农民城镇社保制度化、长期化。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评价指标研究”（２３ＺＤＡ０１５）的阶段
性成果。江瑾贤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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